
托洛茨基档案的最后秘密 

[法] 皮埃尔·勃鲁埃  菲·罗勃里厄 

 

编者按：1980年1月，哈佛大学公布了托洛茨基档案，引起各方面的注意。法国《世界报》记者菲·罗勃里厄

就此访问了托洛茨基研究所主持人之一皮埃尔·勃鲁埃，询问了有关情况，显然，布鲁埃是站在找洛茨基的立场上

谈论问题的。现将罗勃里厄写的访问记译出，只供研究者参考。 

 

1980年1月2日，哈佛大学已把托洛茨基的档案全部公诸于众，或确切地说，根据这位大革命家的遗愿，在他死

后四十年内封存的那部分“秘密”档案被公开了，这是一件为关心二十世纪革命史的人们渴望已久的事情。 

专攻托洛茨基问题的历史学家、托洛茨基研究所主持人之一皮埃尔·勃鲁埃前往哈佛大学去看了这些文件，他

刚从那里回来。这些文件对弄清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材料。 

—————————————————————————————————— 

 

问：这些档案的历史具有象征的意义，它本身和托洛茨基的革命经历一样，带有传奇的性质。您能否对

我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答：托洛茨基的档案和我们二十世纪十分相似，它有一段漫长而悲惨的历史。斯大林曾准许托洛茨基于1929年

把档案随身带到国外。随后，他又后悔了。1931年3月1日的一场火灾毁了部分档案。一些重要文件和托洛茨基给他

儿子谢多夫的一些信件于1933年被收藏在法国，谢多夫死后就再也没有找到。1936年11月7日，位于米希勒街的阿

姆斯特丹社会史研究所巴黎分所发生了一起盗窃案，盗走了托洛茨基与安德烈·南的通信，这是一些为格勃乌服务

的盗窃专家所干的。最后，1940年5月24日，格勃乌分子、画家阿尔法罗·西盖罗斯领导了一次旨在破坏档案的袭

击，向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科约阿坎住所投掷了燃烧弹。托洛茨基认为他的文件对未来的运动极其宝贵，同时也为

了维持一家的生计，他于是决定把档案出售给一所具有收藏能力的大学。 

问：为什么这部分档案在四十年内被禁止查阅？ 

答：这项条件是托洛茨基于1940年定下的。他担心有人读了他的档案后，把某些人的革命活动报告斯大林、希

特勒或别国政府，他要保护这些人不受可能引起的连累。这是一项安全措施。这显然证明，档案里有一些为历史学



家所不知道的“新东西”。否则，托洛茨基决不会把它们封存那么久。 

问：中间有什么新东西？ 

答：档案共有一万七千五百件内容极其丰富的未发表材料。例如，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竟有几百封同捷克和斯洛

伐克共产党的创始人、原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阿洛伊斯·纽拉特的来往书信。也没有想到档案竟涉及到1929至1933

年间的德国。有几千而材料谈到德国工人、社会党党员和共产党员的思想情况，谈到罢工和示威，既有询问也有答

复。还有几十份报告讲了从希特勒上台到国会纵火案期间德共的一些会议情况。 

问：关于这些会议，我们从档案中可以了解些什么？ 

答：这些会议包括基层到中央的各级会议。我们从中可以知道，德共领导人继续执迷不悟，好象纳粹还没有上

台，好象他们自己始终正确。他们继续把那些主张同社会党党员结成统一阵线的人，把那些看到希特勒已经把手指

扣在枪机上因而不同意再把社会党党员当作“社会法西斯主义者”和“头号敌人”的人开除出党。 

一些同托洛茨基联系的人在有的报告里痛切地诉说：鼠目寸光的党部负责人大权在握，独断独行，而一般党员

又无能为力，思想极其混乱。他们隐约看到灾难即将来临，但又不知如何是好。有人责怪无产阶级过于消极，有人

说斯大林主义者已把工人的团结感情破坏无遗。德共领导人表面上似乎稳如泰山，但也有人开始准备长期搞地下工

作。在德共党内，干部们的注意力不在这里；他们还泰然自若地反复重申“总路线”的“正确”。确实，这些报告

描绘了一个共产党瓦解、消沉和腐化的整个过程。 

问：德国人民有何反应呢？ 

答：托洛茨基的通信人一般认为，广大群众如果懂得应该怎么办，他们是准备起来战斗的，但群众完全不知所

措。通信人指出，成千成万的工人愿意斗争，但他们不相信任何人能领导这场斗争。由于德共的无所作为，他们后

来被各个击破。 

问：通过阅读托洛茨基的文件可以了解哪些有关苏联的情况呢？ 

答：在多年来已经供人查阅的那部分公开档案里，有1928年的被流放者之间的大量通信，但至今没有一个托洛

茨基的传记作家对这批材料作出整理分析。然后是1929至1931年间的信件，也就是除了托洛茨基以外我们最先看到

的那一批（个别几封信伊萨克·多伊切已经先我们看到）。接着是斯摩棱斯克档案，这是过去掌握的研究苏联历史

的第一批文献。被软禁在穷乡僻壤的“孤独者”的信件是十分感人的。每封信都需要几个星期的耐心工作才能写

成，才能成为一篇真正的报导或名符其实的论文，因为信要写在一些能放在火柴盒当中带走的纸上。这些信件对我

们弄清苏联的现实，了解被无情的官僚主义所扼杀的一国人民和一个革命党的悲剧，也是内容丰富的资料。 

问：那么，苏联党内发生了什么事呢？ 



答：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回过头来看看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真实情况和强迫集体化所造成的经济

灾难。托洛茨基的信对当时苏联的现实勾画了一幅可怕的图景：许多地区发生饥荒，农村居民大量外流，象哈尔科

夫这样的大城市几个月没有电，盖起的工厂不能开工，工人因吃不饱饭和劳动强度过高而精疲力竭，他们的无法支

持下去，因而拒绝工作。 

这一切在党内和在干部中当然都有反应，甚至在官僚机构的最高层也有人公开表示不满。不仅原来的反对派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斯米尔诺夫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等托洛茨基分子）对自己的屈膝投降感到后悔，而

且在不久前还是激烈地反对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主义者中间也出现了新的反对派。罗米那兹、斯腾和列宁时代共青团

的全套领导班子就属于这种情况。莫斯科党组织的领导人之一柳亭说，假如斯大林不是一个力图把苏联引向灾难的

奸细，他决不会这样行事。斯腾说斯大林会搞出“比德雷福斯案件更恶劣的冤案”。甚至斯大林亲近的同事也以自

己的方式承认局势的严重性。有人同卡冈诺维奇谈到人吃人的事，他竟回答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不被吃掉”。

问：这些人向托洛茨基一边靠拢吗？ 

答：斯大林的破产显然说明了托洛茨基的正确。许多官僚也认为托洛茨基是最后的救星。罗米那兹的朋友们以

及对自己屈服感到后悔的那批人都这样想。甚至原来属于布哈林派的柳亭和斯列普科夫先也写道，托洛茨基在党的

问题上是正确的，必须恢复民主和把托洛茨基分子重新吸收入党。这些人都愿与国外的托派结成联盟，希望托洛茨

基支持他们推翻斯大林。可是，中级的官僚们担心托洛茨基传报复，这种恐惧是斯大林的王牌。所以，托洛茨基写

信告诉他的同志们不要提出“驱逐斯大林”的口号，相反，应该提出来建立包括斯大林在内的“统一阵线”，以拯

救苏维埃政权。 

问：这和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被暗杀的事件有关吗？ 

答：当然有的。基洛夫意识到不满和愤怒情绪上升和危险，他反对实行镇压，或至少反对采取镇压的极端形

式。“自由派”迫使斯大林在1933年至1934年间推动一项他所不同意的政策，斯大林于是通过暗杀基洛夫和紧接着

杀害所有可能替代他的领导人，使自己从这项政策中摆脱出来。据赫鲁晓夫于1956年透露，斯大林1936年在一个电

报中说“格勃乌的工作落后了四年”。大家记得，1936年前四年正好是1932年，反对派的形成和自由派的活动阻挠

了斯大林的镇压。 

问：由此看来，流亡已达三年之外的托洛茨基与苏联没有断绝关系。他怎样沟通消息的？ 

答：同苏联方面保持的地下联系完全是由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组织和控制的。地下工作搞得很机密，通过微

型文件、显影墨水，分级传递等手段，把在柏林出版的左翼反对派的机关刊物《反对派通报》寄出去，又把苏联的

消息和文件带回来。谢多夫还在柏林会见包括外交官和经济官员在内的许多苏联人，他们有的直接同他谈，有的同

他的朋友谈。 



问：托洛茨基的中间人都是谁？他们是从那里招来的？ 

答：谢多夫的秘密联络网的成员一方面有在国外的苏联人，主要是苏联驻外商业机构的官员，另一方面有共产

国际本身的人。一些德国共产党员利用为工会和报刊出差的机会，甚至专门为地下组织办事，负责谢多夫的联络工

作。大家记得，斯大林的对德政策为造成希特勒的祸害作了准备，许多德共党员对此有所预感，因而愿意帮助左翼

反对派。 

问：您能否举几个人为例？ 

答：可以。例如：卡尔·格鲁尔，他曾是德共地下军事组织的负责人。 

问：1931至1932年间，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特别在德俄两党中的影响有所上升吗？ 

答：肯定是的。但可惜的是，情况接着就变了，向托洛茨基靠拢的那些党员遭到了肉体的消灭。 

问：托洛茨基与苏联的联系什么时候断了？ 

答：据我所知，署名T.T.最后一份报告日期为1933年2月。在这以后关系就断掉，再也没有联络上。谢多夫的

联络网同德共组织一起被希特勒的警察破坏了。 

问：那么，希特勒的胜利对托洛茨基是个沉重打击？ 

答：这是毫无疑问的。不仅在技术上，联络网遭到了破坏，而且在政治上，希特勒的胜利意味着德国工人阶级

及其组织（欧洲最强大的组织）的覆灭。“褐色浪潮”（1）席卷全欧的前景从此已近在眼前。托洛茨基一下变成

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懂得他永远也不能回苏联了。 

    希特勒的胜利在短期内标志着欧洲反动的开始以及法国和西班牙工人阶级的失败，但由于反对派的被镇压，它

也标志着俄国工人阶级的失败。托洛茨基明白这一点，他说斯大林和希特勒是一对“姊妹星”。 

    问：这一地下活动在档案中留有痕迹吗？ 

    答：很少。托洛茨基知道格勃乌和盖世太保可能把他的档案搞到手。他在希特勒上台后用剪刀剪去了或涂抹了

与他通信的德国人的署名，俄国人也是如此。有时他甚至剪掉几个字。据我了解，1932年的有关“反对派集团”一

批文件完全没有采用这些安全措施。还有他的秘书、美国人乔·汉森的一封信也是如此。这封信暗示，乔·汉森在

托洛茨基的同意下，与格勃乌在美国的代表有所接触。 

    问：这一接触的目的是什么？ 



    答：是要通过格勃乌对乔·汉森提出的建议来了解格勃乌的阴谋计划。 

    问：托洛茨基秘书们的工作好像忙得一蹋糊涂…… 

    答：托洛茨基工作起来简直就象不要命似的。接连几小时不停地口述，直到秘书们感到吃不消，他才不愿去过

分剥削他们的劳动。只要秘书的条件允许，他用五种语言（英、法、德、俄、西）平均每天口授两千字。他仔细修

改第一份打字记录稿和其他的“校样”。他的工作能力确实是极其罕见的。 

    问：他有几个秘书？ 

    答：根据不同时期的可能条件，他有一至五个秘书。 

    问：除了德国和苏联以外，这些档案还提供其他方面的情况吗？ 

    答：还有很多其他情况。例如关于马尔罗的情况。此人作为国民党的“特派员”和鲍罗廷的同事，曾去拜访了

托洛茨基，并说《人的命运》一书中的加林就是他自己的写照。确实，他曾向左翼反对派，即向三十年代初期跟随

托洛茨基的那批人，捐赠了一年的版税收入。 

    问：通信中是否有不同于我们至今所了解到的分析？ 

    答：要说不同的分析，那是没有，但进一步的分析却是有的。托洛茨基在他的信里常常抱怨自己不得不就一些

他认为并不很重要的题材写些“应景”的文章和书。当时托洛茨基派的刊物篇幅不大。他因而在信里谈一些他认为

重要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不以托洛茨基的全部通信为参考，就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和他为建立第四国际而采

取的政治行动。 

    问：托洛茨基的传记需要重写吗？ 

    答：肯定需要。材料现在是有了，但还要用几年时间去分析整理，这得由一个班子来搞。 

    问：他的主要传记作家伊萨克·多伊切的作品在多大程度上有保留的价值？ 

    答：多伊切是一位不错的作家和很好的记者，但他不是历史学家。他的书里大小错误层出不穷。何况，他在最

后一卷书里的主要考虑是为他个人在托洛茨基问题上所采取的十分微妙的政治立场进行辩解。最后，他只是同他妻

子一起就未经编目的档案工作了两星期，他对这批庞大的历史文献的认识只能是十分浅薄的。 

    问：哈佛大学开放了这批档案，阅览室一定会有人满之患吧？ 

    答：图书馆的负责人估计到了这一点。他们甚至曾要求我们压缩代表团的名额……不过，空位子总会有的。除



了我们以外，还有四位托派成员和三名英国人。我询问了几位美国的历史学家，他们打算以后再来。奇怪的是，那

些从未跨进档案门坎的人，在没有听到去现场工作了几个月的人作出反应以前，却已经断定里面没有任何新东西。

    问：你们现在的计划是什么？ 

    答：列夫·托洛茨基研究所创立于1977年，在道义上和物质上受到托洛茨基之孙塞瓦·沃尔科夫的支持，我们

的主要目标是出版这位伟大革命家的著作。研究所完全是独立的，经费全靠其出版物销售所得，任何工作人员都没

有报酬。两年来，我们已出版了《全集》七卷，时间包括1933年至1935年，其中许多文章是从未发表过的和十分难

得的。我们首要的考虑是继续深入挖掘这一真正的矿藏，从而通过其广度和深度向大家介绍托洛茨基的事业。我们

还出版一个名为《托洛茨基手册》的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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